



　　咸丰时期 ( 1851— 1861年 ) ,政府出台纸币政策 ,全国大部分地区均设立官银钱局 ,推行户
部官票、大清宝钞、官局票。①在对这一事件的大量讨论中 ,不少研究者认为政府此举旨在财政
开源 ,而无意承兑各票 ,官票即为不兑现纸币。②本文拟以福建永丰官钱局为例 ,从现金准备分
析官票之性质。
咸丰三年 ( 1853年 )六月 ,福建永丰官钱局在福州设立 ,③ 并于福州之南台、厦门、汀州、福
宁、建宁开设分局 ,发行、推广银钱番饷各票。④除了由藩库在开办之初“筹建银番钱文 ,饬交委
员承领试办”⑤和以后的银钱拨交外 ,官钱局还在政府支持下 ,采用多种方式筹措准备金 ,从而
使各个时期的准备金来源及货币表现形式均有所不同。
(一 )大钱
咸丰三年 ( 1853年 )三月发生私人钱票滚支之后 ,⑥ 地方士绅“窃以救危良策 ,无过急铸大
钱 ,速发义仓 ,以足安人心而保民命 ,大钱之铸 ,公呈已具”⑦ ,与“官议铸一当十大钱 ,俾之母权
子以行。转输民间 ,以救其弊”⑧ 不谋而合 ,大钱铸造开始。署闽浙总督王懿德咸丰三年 ( 1853
年 )六月十八日奏称:
　　仿照成法 ,从权办理 ,于局内添设两炉 ,鼓铸以一当十、一当二十、一当五十、一当
一百各项大钱 ,与原设各炉鼓铸时钱相间行用。 并准民间缴铜赴局易钱 ,以资源源铸
造。⑨
解救因私人钱票滚支而引发的全面经济危机 ,无疑是铸造大钱的最初动机。 但是 ,大钱铸造始
于咸丰三年 ( 1853年 )六月 ,几与永丰官钱局的设立同时 ,此时的红钱会、小刀会起义使财政深












10 王懿德在咸丰三年二月就左都御史花沙纳行钞法发表评论时 ,称财政困难 ,藩库困窘。 见《王懿德年谱》上 ,王懿德
《部议钞法章程未能尽利疏》 (咸丰三年二月 ) ,第 11页。
马定祥: 《咸丰泉汇》一 ,《马氏万拓楼丛书》第 600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参见《皇朝续文献通考》卷 25,《钱
币考》第 16页。
刘存仁: 《屺云楼文钞》卷 5,《权说》 ,第 2页。
王景贤: 《伊园文钞》卷 4,《与蒋少陶刺史书》 ,第 3页。
1853年 3月 ,福州发生持续一个多月的私人钱票滚支风潮 ,对物价、货币等经济领域影响严重 ,傅衣凌先生论述甚
详。 见《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福建金融风潮史料摘抄》 ,载《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第 252— 272页 ,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⑤庆瑞: 《奏裁撤福宁等处分局缘由片》 (咸丰八年三月二十日 ) ,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
一辑 ,第 98页。 中华书局 1984年版。
郑丽生: 《闽广记》卷 6,《咸丰闽铁钱案》 ,第 18— 19页。
彭泽益先生对此深入研究 ,即持此说 ,他如彭信威、杨端六、石毓符、萧清、魏献猷诸先生亦无太大分歧 ,详见各文。
彭泽益: 《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第 88— 91页 ,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重 ,其当百大钱还超过了户、工部有的当五百、当千大钱”① ,所以 ,宝福局大钱的铸造工本与增
值幅度不同于北京 (如下表所示 ):
大钱种类 每枚重量 (两 ) 工本 (文 ) 按工本计算的净利
工银 料银 合计 文 倍数
当一
当五 0. 25 3 3 6 - 1 - 0. 17
当十 0. 5 7 7 14 - 4 - 0. 29
当二十 1. 0 14 14 28 - 8 - 0. 29
当五十 2. 5 96 48 144 - 94 - 0. 65
当百 5. 0 200 100 300 - 200 - 0. 67
　　资料来源: ①马定祥: 《咸丰泉汇》一 ,《咸丰钱》 ,《马氏万拓楼丛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②彭泽益编: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1卷 ,第 567— 570页 ,中华书局 1962年版。
言及大钱 ,古今史家无不斥之为末世之劣政。然而 ,因铜价昂、铸造精 ,宝福局的大钱铸造入不
敷出 ,出现了“后计工本 ,反逾常用之钱”的情况②。 “鼓铸铜斤成本甚巨 ,官帑不能虚悬也”③ ,
财政无力 ,大钱铸额受到限制。
道光四年 ( 1824年 )宝福局停炉时留下 103万斤铜料 ,经过道光三十年—— 咸丰三年
( 1850— 1853年 )的制钱铸造 ,已耗费 2 /3以上 (以年铸青钱 43 200串计算 )。④ “闽省向不产铜 ,
宝福局铸造制钱 ,历系委员赴滇采买 ,路途遥远 ,购运本属维艰”⑤ ,太平天国的发展更是阻滞
了福建的滇铜购运通道 ,宝福局无法得到补给。省内的禁铜也不能真正解决铜斤的不足。⑥ 铜
料有限 ,仍要兼及制钱与大钱的铸造 ,可用于大钱的不可能很多 ,这也反映在“然铜斤不给 ,多
收民间废铜以充之”⑦。《咸丰泉汇》收录的宝福局大钱有白铜、红铜、青铜、黄铜铸成的 ,据称甚
至有以古铜炮炮管熔铸的。⑧
不同成色的铜材 ,铸造出质量歧异的大钱 ,导致了大钱形式上的混乱。于是 ,有重利可图的
大钱私铸乘虚而入。而私铸钱质的恶劣 ,助长了民众对大钱的不信任 ,所谓“真伪难分 ,以致商
民猜疑”⑨。徒然为私铸者作嫁衣 ,政府遂对大钱铸造心灰意冷。
鼓铸工本、铜材供应、私铸的发生 ,都对政府的大钱铸造产生了不利影响。尽管咸丰四年十
一月福建巡抚吕 孙奏云: “其当百以下大钱 ,仍于新添两炉用铜鼓铸。”10 但沈葆祯却称咸丰












1 王延熙等辑: 《皇清道咸同光奏议 》卷 38,《户政类· 钱币》 ,沈葆祯《请变通钱法疏》第 8页 ,文海出版社民国五十八
年再版 ,第 2046页。
马定祥: 《咸丰泉汇》一 ,《咸丰钱》 ,《马氏万拓楼丛书》第 600— 611页。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 26,《钱币考》 ,第 9页。
马定祥: 《咸丰泉汇》一 ,《咸丰钱》 ,《马氏万拓楼丛书》第 600— 611页。
郑丽生: 《闽广记》卷 6,《咸丰闽铁钱案》 18— 19页。
王懿德在咸丰四年九月上疏要求宽铜禁 ,足见之前确行铜禁。 (《王懿德年谱》下 ,王懿德《请稍宽铜禁以安民心疏》 ,
第 3— 4页 )福建的禁铜效果令人怀疑。按照前文分析 ,我们可以确认运闽滇铜可供 150年的铸造 ,而至道光重新开炉不久即
已告绌 ,这些铜被用于铸钱以外的数目是十分可观的。
《福建省例》 (二十一 ) ,《钱法例》 ,《闽省捐收铜斤制钱酌议章程》 ,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七辑 ,第 588— 593页 ,台湾
大通书局民国七十六年版。
道光《福建通志》卷 53,《国朝钱法》 ,第 1077页 ,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国五十七年版。
刘存仁: 《屺云楼文钞》卷 5,第 2页。
施鸿保: 《闽杂记》卷 9,《铁钱》第 37页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马定祥: 《咸丰泉汇》一 ,《咸丰钱》 ,《马氏万拓楼丛书》 ,第 600— 611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钱① ,可以相信吕 孙奏报时福建的大钱铸造已经或者即将结束。 咸丰三年 ( 1853年 )六月
——咸丰四年 ( 1854年 )十一月 ,有两个炉座鼓铸大钱 ,大钱铸量= 900 000÷ 15× 2× 18× 40
= 86 4000 000文。②
按照规定 ,“其民间应纳税课钱文等项 ,均照部议 ,准以大钱交纳 ,其应交银者 ,并准其按照
制钱两串折银一两之数抵交” ,③大钱计值与制钱等 ,因此 ,宝福局所铸大钱可以为官钱局提供
相当于 86 400千文制钱的准备金。
(二 )铁钱
咸丰四年 ( 1854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福建巡抚吕 孙奏称“现已饬宝福局将旧设四炉概
令停卯铸铁钱。”④至此 ,宝福局停止制钱铸造 ,转而开铸铁钱。铸造铁钱的理由 ,吕 孙提出三
条:一是乡民私埋制钱致使现钱不足 ,“无知乡愚不免因噎废食 (指咸丰三年私人钱票滚支造成
钱荒 ) ,每将制钱掘土掩埋 ,为日久存储之计 ,是以市肆现钱仍复不能充足。”⑤二是财政需要补
充钱文 ,“自开设永丰官局以来 ,一切兵饷军需无款可放 ,陆续提用银钱各票已至六十余万之
多 ,亟宜赶铸钱文以应持票支取之用”⑥。 三是铁的价廉购易 ,“闽省本为产铁之区 ,采购甚易 ,
铁价不及铜价十分之五 ,成本又轻。 虽生铁性滞质粗 ,果能提炼精纯 ,亦可经久不坏。”⑦
咸丰三年 ( 1853年 )私人钱票滚支之后的市场货币缺口⑧ ,并没有因为多种新货币 (官票、
大钱 )的创造而得以完全填补。乡民私埋制钱的风气在咸丰三、四年 ( 1853— 1854年 )间未曾特
别加剧 ,但对市场货币的匮乏却无异雪上加霜 ,因此 ,这勉强可以算是需要创造新货币的理由。
军费开支不断增加 ,官钱局开立越来越多的官票满足财政需求 ,随时可能的兑现需求 ,使
银钱的筹措迫在眉睫。在无法由其他渠道迅速获取必要银钱的条件下 ,铸钱成了补给钱文的重
要手段。铜料不足 ,工本入不敷出 ,不仅使制钱铸造完全停止 ,大钱也难以为继。客观上产生了
铸造其他金属钱币的需要。
清代 ,福建是国内最重要的产铁区 ,出铁县份在 20个以上 ,冶铁业较发达 ,质量较上乘。⑨
原料供应的便利和价钱的低廉 (与铜价几差一倍 ) ,使得铁成为新币材的首选。尽管铁钱之劣 ,
向为指斥 ,民间的信用度 ,前景堪虞 ;尽管王懿德在咸丰四年 ( 1854年 )九月还上过一道“请停
铸铅钱铁钱疏” ,指责北京在三月份设立铁钱局铸铁钱的行为 ,10 福建还是出笼了铁钱。











10 《王懿德年谱》下 ,第 4页 ,另咸丰《东华录》称上奏为五月事。 咸丰《东华录》称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北京设钱局
铸铁钱 (二十六 ,第 15页 ) ;六月铸铅钱 (二十七 ,第 16页 )。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室编著: 《福建经济发展简史》第 190— 191页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9年
版。
所谓市场货币缺口 ,可以参见傅衣凌上引文 ,下文将对此有进一步说明。
《皇朝政典类纂》卷 64,《钱市 7· 真省钱局》 ,福建巡抚吕 孙奏 (咸丰四年 ) ,第 17页。
《皇朝政典类纂》卷 64,《钱市 7· 真省钱局》 ,福建巡抚吕 孙奏 (咸丰四年 ) ,第 17页。
《皇朝政典类纂》卷 64,《钱市 7· 真省钱局》 ,福建巡抚吕 孙奏 (咸丰四年 ) ,第 17页。
马定祥: 《咸丰泉汇》一 ,《咸丰钱》 ,《马氏万拓楼丛书》第 600— 611页。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 25,《钱币考》 ,第 17页。
大钱铸量 = 钱文枚数×炉座数×月份数×钱文每枚面值加权平均数。一个炉座一月可铸制钱 900 000枚 ,因为大钱
重 ,因此加权计算枚数为 900 000÷ 15,钱文分 6种面值 ,取其加权约数为 40。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一辑 ,第 92— 111页 ,中华书局 1984年版。 《皇朝续文献通考》
卷 25— 27,《钱币考》 ;《王懿德年谱》。
斤有奇 ,以铁本计 ,亦值铜钱四、五百文”① 为料银之基本数据。② 另据上文对铜大钱的工银估
计 ,参照北京同期铁钱鼓铸工本 ,将铁钱鼓铸工本列成下表:
铁钱种类 每枚重量 (两 ) 工本银 (文 )
按工本计算的净利
料银 合计 文 倍数
当一 0. 16 0. 4 0. 4 0. 8 0. 2 0. 25
当五 0. 25 2. 2 0. 7 2. 9 2. 1 0. 72
当十 0. 50 5. 1 1. 3 6. 4 3. 6 0. 56
当二十 1. 00 10. 3 2. 5 12. 8 7. 2 0. 56
当五十 2. 50 70. 4 6. 2 76. 6 - 26. 6 - 0. 35
当百 5. 00 145. 7 13 158. 7 - 58. 7 - 0. 37
资料来源: ①马定祥: 《咸丰泉汇》一 ,《咸丰钱》 ,《马氏万拓楼丛书》 ,第 601— 603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版。
②彭泽益: 《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 ,第 89页 ,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宝福局铸造的主要是当一铁钱 ,从表现上看来 ,铁钱铸造利润不菲 ,可源源铸造。
咸丰四年 ( 1854年 )十一月开始铸铁钱 ,至咸丰九年 ( 1859年 )正月“已将原设炉座分别停
歇”③ ,历时 50个月。 “计宝福局原设四炉并添建四炉 ,以及分建官厂添设十二炉 ,先后共设立
二十炉 ,均已先后开炉鼓铸 ,核计月共铸缴铁钱一万八千千文。”④ 铁钱铸量= 18 000× 50=
900 000千文。而这批铁钱至咸丰九年 ( 1859年 )五月尚有 12万串无法用出 ,拟运天津。⑤因此 ,
作为准备金的铁钱实际上只有 900 000— 120 000= 780 000千文。
铁钱出炉伊始即不受欢迎 ,“民间苦其重滞 ,不利轻赍”⑥。 后来甚至“官局所铸铁钱 ,与乞
丐弗受 ,掷道旁无人拾 ,惟收取以备改造器具之需”⑦。 私铸盛行 ,更加速铁钱贬值。⑧ “铁钱始
不六七折 ,继而对折 ,后一贯只值铜钱六十”⑨。铁钱价低 ,不仅存在于市面使用时奸民奸侩的
任意折算 ,即如官钱局以铁钱搭配铜钱承兑钱票时也不能不受影响 ,“甚至今日铁钱千文 ,仅折
铜钱一百七八十文 ,”10故才有“其铁钱之价 ,即照铜一铁二 ,一律行用 ,勿得参差”1的建议。因
此 ,加以折算 ,充当准备金的铁钱只能发挥相当于 300 000千文制钱的作用。12
(三 )制钱














陈乔枞: 《礼堂遗集》卷 1,《上闽中大府变通钱法以平物价议》 ,转引自傅衣凌《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福建金融风潮史料
摘抄》 ,第 260— 261页。
陈乔枞: 《礼堂遗集》卷 1,《上闽中大府变通钱法以平物价议》 ,转引自傅衣凌《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福建金融风潮史料
摘抄》 ,第 260— 261页。
魏秀仁: 《陔南山馆诗话》卷 9,第 39页。
郑丽生: 《闽广记》卷 6,《咸丰闽铁钱案》 18— 19页。
林真: 《苦海新谈》 ,《记铁钱事》 ,转引自陈遵统等编《福建编年史》第七辑 ,第 77页 ,福建省博物馆筹备处 1985年油
印本。
郭柏荫: 《天开图画楼文稿》卷 3,《论闽省官钱局始末》 ,第 16页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辑 ,郭则
《侯官郭氏家集汇刊》 ,文海出版社版。
庆瑞奏称: “积存铁钱十二万串 ,无法行使 ,拟运往天津一带行使。”见《马氏万拓楼丛书》第 601页。
吕 孙奏 (咸丰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 ,转引自马定祥《咸丰泉汇》一 ,《咸丰钱》 ,《马氏万拓楼丛书》第 601页。
庆瑞奏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 ,转引自马定祥《咸丰泉汇》一 ,《咸丰钱》 ,《马氏万拓楼丛书》 ,第 601页。
料银除铁外 ,尚包括炭等物料价格。
陈乔枞: 《礼堂遗集》卷 1,《上闽中大府变通钱法以平物价议》 ,转引自傅衣凌《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福建金融风潮史料
摘抄》 ,载《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第 260— 261页 ,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高涨 ,民心不稳。“物极必反 ,宜亟有以转移之”① ,因此 ,需要一种新的铸币作为准备金。乡民重
铜轻铁 ,造成市面上铜钱与铁钱价值的悬殊 ,原先鼓铸工本不敷的制钱 ,似乎又有了重开鼓铸
的可能。
咸丰七年 ( 1857年 )十月 ,已经中止三年的制钱铸造重新开始。在十月二十六日的奏折中 ,
庆瑞称: “其新铸钱文 ,陆续发交永丰官局 ,作为票本 ,与铁钱相辅而行。”② 制钱作为官钱局准
备金的企图极为明显。
这次鼓铸的铜料 ,不再倚仗滇铜 ,“饬司筹款委员前赴江浙地方购买铜斤 ,运闽鼓铸”③。然
财政之拮据 ,必然限制可用于省外购铜的白银数量。
为得到必要的铜料 ,福建当局以裕国厚民的幌子 ,向朝廷提出开办铜捐:
　　惟库藏既不充裕 ,闽省又向不产铜 ,加以停铸多年 ,民间亦少蓄积 ,若不设法多
铸 ,断不足以资转动 ,而厚民生。为今之计 ,惟有于现办采办铜斤并地丁搭解铜钱而
外 ,再由各官量力捐铜 ,以便接续铸用。亦知闽省向不产铜 ,即使收捐 ,不过残废铜器
等项 ,极力搜罗 ,铜数亦属有限。 然添得若干铜斤 ,即添铸若干制钱 ,当兹铁贱铜贵之
秋 ,实亦不无小补。④
制钱铸造的急迫 ,使政府对捐献者来者不拒。除了“现任司、道、府、厅、州、县勉力捐缴”的强制
规定外 ,“倘教杂暨候补试用各员并绅商士民 ,以及外省在闽贸易游幕、文武官员随任子弟 ,有
情殷捐纳者 ,亦未便阻其向义之忱”⑤。对捐纳物品的范围也放得很松。名曰铜捐 ,其实可以报
捐的除铜斤 (净铜、红铜器皿、黄铜器皿、杵铜、残废铜器 )外 ,还可以捐献白银、制钱。王懿德率
先捐钱 10 000串 (即 10 000 000文 ) ,庆瑞捐铜 3 000斤 (可铸钱 480 000文 )。⑥捐价极廉。每铜 40
斤 ,作实银 10两 ;实铜 288斤 ,作例银 100两 (每铜 1斤可合制钱 694文 ) ;实银 72两 ,作例银
100两 ;制钱 1600文 ,作例银 1两。⑦
铜捐条件的优惠 ,确实可以吸引部分捐纳者。 但是 ,“近来市肆 ,器皿耗铜几万万 ,铜以铸
钱 ,六斤四两止值一千 ,造器则一二斤有不止一千者 ,射利者且毁钱以造器 ,欲铜与钱之裕 ,得
乎?”⑧市场铜器价格高昂 ,相较之下 ,捐纳者更愿意交纳白银 ,铜钱和铜斤捐量少。白银容易直
接被充作财政用项 ,而不用于原来规定的购铜用途 ,因此 ,铜捐对于制钱用铜的补充作用不大。
以正常鼓铸计算 ,咸丰七年 ( 1857年 )十月—咸丰九年 ( 1859年 )正月、制钱铸量= 900× 4
× 15= 54 000千文。⑨ 而鼓铸中实际存在的因素 ,使这一期间补充官钱局准备金的制钱只在
50 000千文以下。 “饬购铜斤 ,添炉鼓铸 ,并将捐输防剿经费随时拨付补苴 ,并饬地方官与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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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量 = 每月每炉所铸制钱数×炉座数×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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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票本捐
咸丰八年 ( 1858年 )三月的铁钱事件① ,引发了官钱局的全面危机:铁钱拒用 ,铜钱不敷。
准备金出现了官钱局设立以来最大的空缺 ,为补充准备金 ,票本捐开立:
　　现在民情虽已安静如常 ,然值此上游贼氛未靖 ,省垣银米价值未平 ,一切饷需司
库无款可筹 ,仍需提用银票 ,复向官局兑换票钱行使 ,而宝福局、官局铜钱日逐搭支 ,
所存无几 ,万一用出官票全数倒回支取 ,一时官局应付毫无 ,小民命与财连 ,诚恐立形
决裂 ,于大局关系匪浅。遂与司道设筹至再 ,惟有吁恳圣恩 ,俯准另开捐输票本 ,以期
逐渐补苴 ,俾民间知有归补之方 ,庶局票仍有流通之益。②
为吸引民众捐输 ,票本捐的条件与铜捐一样优惠: “援照前办援剿经费案内部行 ,凡捐实在官
阶、贡监职衔等项 ,照例实减二成 ,递减一成 ,每百两以七十二两交纳。若捐输钱文 ,每银一两 ,
折缴制钱一千六百文 ,以期踊跃输将。”③
咸丰年间已开捐四次 ,④捐例太多太滥 ,地方贫瘠 ,报捐实属困难。官府因此变“自愿”捐纳
为硬性摊派 ,孙翼谋论之甚详:
　　臣籍隶闽省 ,稔知从前勒捐时 ,每开一例 ,即遍传殷实之户及家仅小康者派定捐
数。始犹施之以礼 ,既则吓之以威 ,因之无力报捐者 ,贿求免捐 ,有力而恐多捐者 ,贿托
少捐。⑤
票本捐开立 ,亦复如此 ,“近来弥补票本 ,设局劝捐 ,怨声载道”⑥。民众对票本捐没有兴趣 ,虽捐
价极廉 ,然捐者稀少。 而且财力有限 ,“捐数既登簿籍 ,仍有无力全缴者。 于是佐杂委员及官亲
幕友 ,以五六折三四折抵换 ,移甲就乙 ,谓之买报捐”⑦。 “福建票本例开 ,佐杂微员 ,积年劣幕 ,
皆捐升道府厅县”⑧ ,大概也就是买报捐得来的。政府所得可想而知。在这之前的几次捐例都收
效甚微 ,票本捐至多得银 20— 30万两。
即便如此 ,在财政困难未曾彻底解决之前 ,这笔捐纳收入不可能全部作为官钱局准备金 ,
必有一部甚至于大部直接充入财政用项 ,票本捐对准备金的提供更形见少。
通过以上方式 ,可能为官钱局提供准备金如下表:
名目 大钱铸造 铁钱铸造 制钱铸造 (铜捐 ) 票本捐 合　　计
金额 86 400千文 300 000千文 50 000千文 20万两
20万两白银 ,
436 400千文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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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七月十九日 ) ,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一辑 ,第 108页 ,中华书局 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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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傅衣凌先生上引文。
藩库拨银虽不太多 ,但咸丰七年八月库存白银曾达 50万两 ,①因此 ,这个比例实际要比 2. 79%
高。从现代银行的准备份额考虑 ,百分之百的金银货币准备是没有意义的 ,也不可能具备完全
意义上的所谓“完全准备”。 在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中 ,商业银行银行券的准备比 ,各自遵守既定




以郑氏为代表的亦商亦盗的海商集团 ,执中国海贸之牛耳 ,其商品输出和商业利润 ,为福建带
来巨额白银 ,③道光之后以大规模鸦片入口为主要原因造成的白银渲泄而外 ,④却使这批白银
耗费殆尽。⑤ 铜钱鼓铸量 ,受到工本的限制 ,鼓铸工本以白银支出 ,所得为铜钱 ,银钱比价不断
上涨 ,⑥ 使由盈余无多转为入不敷出 ,严重影响正常鼓铸 ,致使道咸之际出现了严重的铜钱匮
乏。本可以稍补不足的民间私人钱票又在咸丰三年 ( 1853年 )发生了滚支风潮 ,值此之时 ,货币
出现无法迅速填补的空档 ,社会商品生产和流通、社会生活对充足货币的需要 ,为官票的介入
流通创造了条件。
信用与准备比密切相关 ,信用度高的银行 ,因其客户要求承兑的可能偏低 ,所需要的现金
准备比相应也低。作为官方银行的永丰官钱局 ,在官票发行的早期 ,确实实现了对官票的承兑 ,
“盖钞之为用 ,银自数百两至一两、数钱而止 ,钱自数百千至四、五百文而止。 有持大票来取者 ,
即为之分票以给 ;有持小票来取者 ,随时给予现银现钱。百姓零星既有现银现钱可用 ,买物又票
可通行 ,且完粮纳税均系用票 ,彼此相易 ,毫无阻隔 ,况又便于携带 ,较银有益 ,是以乐于用
票。”⑦ 政府赋税允许以官票交纳 ,明确承认官票的价值 ,加强官票信用。 “故得票者皆居为奇
货 ,到有数十里外乡民挑钱赴局 ,兑取官票者。商贾兵民无不称便。”⑧官票相对于银钱的优势 ,
使之从流通领域里置换出现实的银钱 ,进一步超越财政收放的途径 ,更多地进入流通。
官票的进入流通 ,对于官钱局来说 ,则意味着发放的官票没有完全返回承兑。根据“官票发
行额= 准备金+ 官票流通额”的基本公式⑨ ,越多的官票进入流通 ,返回承兑的就越少 ,官钱局
为应付承兑所需的准备比就越低。因此 ,在部分官票介入流通 ,不直接返回承兑的条件下 ,官钱
局利用自有资金实现对官票的兑现承诺 ,是可以实现的。 官票的性质 ,是政府银行发行的可兑
换券 (银行券 )。由于政府视官票为利薮的发行动机和财政上无法筹集必要准备金的限制 ,使官
票的承兑很不完全 ,这将是另篇讨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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